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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儒家传统与外来传统冲突融合的过程

◆ 读者定位
1、儒学研究者 
２、儒学爱好者
· 作者简介
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著作有《制度儒学》、《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超越激进与保守》等。

·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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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导言儒家的制度化与制度儒家化的互动：

制度化儒家的基本结构和近代命运

中国传统思想丰富、复杂，有许多思想流派，但就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总体影响而言，儒家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儒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是因为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不断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融合而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原始儒家，到现在依然在发展中的各种儒家思潮，其关注的重点和思想形态，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儒生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也因儒学与中国政治秩序的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比如，从儒学形态而言，孔孟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与董仲舒等所代表的汉代大一统时代的儒学就有很大的差异，后来的宋明理学又通过“出入”佛教和道教，形成了新的风格。

如果说汉代儒学更侧重于创制立国，改造中国的政治秩序、涵养中国的民间社会的话，那么，经过魏晋玄谈和唐代经学的转变，宋明儒学更为侧重于儒家价值观念的重构和心性之学的探索。对于这种改变，钱穆先生有过确当的论述，他说：“伊洛兴起，那时的学术风气又变了。他们看重‘教’更过于看重‘治’。因此他们特别提出《小戴记》中《大学》这一篇，也正为《大学》明白地主张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一条线上来。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则更疏远。在韩愈以前，常还是‘周孔’并称的，到伊洛以后，确然变成为‘孔孟’并称了。……他们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其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远从《尚书》‘十六字传心诀’，一线相承到孔孟，全都是‘圣学’，不再是‘王道’。”《孔子与春秋》，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296~２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如果以现代的学术眼光看，或许可以区分为儒家的制度化形态和儒家的内在化形态。而本书的重点将立足于儒家的制度化形态及其解体的梳理和分析。

探讨儒家的制度化形态，主要是想探索儒家自身的制度性存在和儒家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形铸。

孔子综合和发展西周以来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如“德”和“礼”，并力图给这些观念找到一个本质性的原则，即“仁”，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基本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孔子首开私人教育之风，并吸引了多至三千的学生，从而形成了儒家学派。因此，本书讨论“制度化儒家”将从儒家学派的内在制度结构即“儒家的制度化”和儒家对社会制度不断形铸的“制度的儒家化”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来展开。

“儒家的制度化”有许多形式，包括孔子的圣王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儒生与权力的结合等。“制度的儒家化”则是儒家观念在社会控制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现，包括儒家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儒家观念在政治、法律和习俗中的体现等。这两个向度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互相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造成了儒家观念的神圣性的消解和儒家价值观与中国制度体系的分离，并最终导致了制度化儒家的解体。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基本特性，可以有效地解释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和思想事件，从而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一种思考的维度。对于儒家自身的发展而论，透过对制度化儒家解体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1制度、制度化、权力与意识形态
任何种群的存在，必然会依循一定的规则，即使是动物世界所遵循的丛林法则，那也是一种游戏规则。人类社会的构成，要更为复杂，正是因为善于组织，所以人类才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主宰。

人类在组织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建构起各种各样的制度，而且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丰富，制度的层次和结构也更为复杂和合理。因此，有人认为，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见［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博弈的结果，因为，制度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由于博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制度的演变也会是持续而不间断的。任何的稳定都只是下一个演变前的一个或长或短的间隙。“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这一事实。从习俗、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制度是处于演进之中的，因而在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获得的选择。”同上书，7页。就制度的发生而言，许多制度最初或许是零星的惯例和习俗，以及相对宽松的约束力和松散的结构，但随着代际传播得以维持和再生产，使之不断定型和具有强制力。这样，制度就成为一种使社会运行秩序化的机制。

世界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制度类型，有一些制度为不同的族群所共同接受，比如家庭、私有制等，但是，也有一些为不同的社会和地区所特有，比如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等等。这些不同往往跟这些族群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有关系。因此说，无论是如哈耶克那样视制度为“自发形成的秩序”还是将制度看作是人的理性的设计的结果，制度形成的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利益博弈的产物，其中还包含有价值、历史、符号等不同因素的影响。

制度的最核心部分是社会制度和保障这些制度实施的组织机构。但同时也包含一些没有形成文字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惯例、潜规则等。可以说现有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层次不同的制度架构之上的。“一种institution被定义为适用于已建立起来的惯例（practices）或情形（situation）以及为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成员所一般接受的规则系统。人们相互交往的这些标识（guidelines）抑或可以为法律、宪章、宪法等所明确界定，抑或对某一特定的文化（比如习俗、显俗、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伦理原则等等）来说是隐含着的。关键在于，an institution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给定一种业已存在的institution，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们）的活动将引起如何反应。”BRoberts & BHoldren, Theory of Social Process, p120,Ames,Iowa: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72中译文见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虽然，对于制度的形成和特征的论说见仁见智，但有一些要素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一般把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视为制度的关键要素。见［美］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如果说规制性和规范性所凸显的不同的制度形式，是有形的；而文化认知性则是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和情感因素，是无形的。它们之间的相互独立又相互强化的方式，共同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秩序系统。对此,《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提供了类似的说明：“社会制度通常被考虑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核心方面，所有社会所共享的基本核心方面和为有条理的社会生活而处理某些基本普遍问题的核心方面。制度（institute）强调的基本有三点。第一，由制度控制的行为模式，这里的制度是指制度化地处理任何社会的一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基本问题的行为模式。第二，根据一些明确、连续和有组织的模式，社会中个体行为的规则。第三，这些模式涉及一明确标准的管理和规则，也就是说按照正常标准和经过被这些正常标准使之认可而合法支持的规则。这些制度的要素，以多样化的方式，被大部分现存的定义所强调了。因此制度或制度化模式在这里可以定义为：解决任何社会中一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基本问题的或者使社会有秩序生活的（行为）制约机制。”DavidLSills edito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5,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INC 1968.因此说，在通过这种“制度”的储存使集体记忆、表述、价值、标准、规则等外部化之后，制度便体现为一种权威性和强制性。它不再是一些没有严格的奖惩标准的惯例。

换一种说法，当行动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将一些价值、标准和规则外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韦森倾向于用“制序”来翻译institution,所以，他将institutionalization翻译成“制序化”，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制度化。他是从总体的社会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理解这个“制序化”的,“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自发社会秩序），从习俗到惯例（非正式约束），从惯例到制度（正式约束）这样一个内在于社会过程中的动态逻辑发展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所理解的‘制序化’又近似于社会秩序本身的‘型构’（forma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过程”。见韦森：《文化与制序》，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就每一个制度的形成而言，韦森所说的制序化过程大致可以成立，但是就一个制度化过程而言，往往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并存的。而制度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所形成的制度是否能够获得制度所影响的群体、地区乃至国家的人群的最大限度的支持。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和制度化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体系，都有着内在的制度化的内在要求，特别是政治、道德观念，本身便与制度设置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思想观念一旦与适合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契合，就会转变为一种宪法、法律和政治体制、道德训诫等形态的制度。

拿启蒙运动为例，发生在欧洲17、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多种形态的启蒙运动，包括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有德国的启蒙运动，它们孕育出了不同的现代性理论及建立在这些理想和构想基础之上的制度实践，比如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按照福柯的描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法］福柯：《何为启蒙》， 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 537页，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的确，通过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等观念的传播，启蒙运动逐渐落实为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就是启蒙思潮“制度化”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过程事实上是将一种零星的或者是自发的行动秩序转变为边界清晰的规则系统的过程。虽然，无论是习俗、惯习还是正式的制度，其形成就意味着一定的约束力，然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比较弱，而形成了“规则系统”的正式制度则约束力比较强，如果是形成一定的支配和统治关系，那么其约束力往往要通过法律、军队等强力手段来保证。

因此，制度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权力形成的过程。

权力这个概念十分复杂有人说权力是一个坏的概念，原因在于其含义的复杂性，关于权力理论的系统性综述，可参见夏传玲：《权杖和权势——组织的权力运作机制》， 第一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我们最好回溯到韦伯的经典性定义。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很显然韦伯强调了权力本身的强制性。对于任何的政治实体而言，要形成一种稳固的支配关系，需要有强有力的权力来保证。而制度化则为权力的运转提供组织性的保证。但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强制性是权力的最后一张底牌，即利用组织体系来确立领导权。而权力系统的建构则是多重的力量关系的博弈的结果。他说：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也不是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征服手段。……这些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我认为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他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链锁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法］福柯：《性史》，90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由此可见，权力的长期、顺利运作还需要依赖于它是否能从制度对象中获得必要的遵从。这不但要看制度本身设计是否合理，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资源是否充沛。

所以要使制度长期有效，就必须建立在正义和合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权力（power）要转变为权威(authority)。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形成的观念和制度效率在时间和意义上被普遍化的过程，进而转变为人们的自觉的遵从和心理上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权威是具有合法性周濂主张将legitimacy翻译成“正当性”，而不是更常用的“合法性”，他的理由是译成“合法性”会丧失掉legitimacy这个词所内含的超越的道德维度，而沦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工具。同时，legitimacy，除了“合法有效”的含义外，还有“正统的”、“正确的”等含义。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的权力。

学界对于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讨论很多，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言，韦伯的论述几乎构成了相关讨论的枢纽。韦伯认为权力和权威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一种“服从的愿望”，他相信，没有任何的支配关系是仅仅以物质利益的关系来维系的，也不仅仅是以情绪化或者理性化的动机来维系的，任何统治者都试图唤起一种合法性的信仰，需要为自己的支配地位寻求正当性的依据。

根据以往的政治形态，韦伯提出：

合法统治有3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质：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统治）；——或者，

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统治）；——或者最后，
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241页。

虽然，三种合法性的模式在现代政治中依然可以被看到，而且经常是这三者的结合的产物，但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化过程，则使得主要体现第一种类型的合法性的程序合法成为社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权力的获得是在被认可的程序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权力就是合法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的问题并不能在社会学的领域里得到解决，理由在于制度在形成之后，会逐渐从该制度产生的“意义系统”中独立出来。比如，民主制度，本来是一个落实民意的最重要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一个选择领袖和领导别人的方式。且不论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操纵“合法性”的产生，因此，有必要对程序本身的合法性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使一种规范得以存在的无争论程序，也就是一种程序的法律形式，本身仅仅保障了权威能够承担起对有效法律的责任。这种权威是在政治系统中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职能，并在该系统中得到承认。但是，这些权威是统治系统的构成部分。如果纯粹的正当性想被视为合法性的一种标志，那么，这个系统就必须在整体上被合法化。”［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１３0~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周濂认为哈贝马斯的发难是政治正当性向客观的外在因素的一次“回流”，可以作为现代政治正当性基础落在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之上的解决力量，尽管他这个做法的效果存有疑问。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18页。

整体上的合法化，不仅要求一种合理的制度，而且需要一种被普遍承认的支持该制度的意义系统，这个意义系统的有效性需要以真理性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得到确定。

支持制度的意义系统是与制度伴生的，但是通常缺乏一种明确的、一致的表达，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这会造成一种行动上的多样性，这在许多时候就会消解制度的合法性和对于制度和权力服从的一致性。因此，当制度和权力结盟之后，客观上产生对意义系统进行真理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要求。任何一种世界观或道德伦理系统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它的表述更为明确、它的内部一体化或系统化程度更高、它的范围包罗万象（comprehensiveness）、它的应用相当迫切，以及更为热切地集中关注某些核心命题或评价”［美］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33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毫无疑问，将意识形态化和真理性放在一起讨论自有它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纯自然科学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所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价值性的“真理”，即利用一种普遍价值的方式来证明一种制度背后的意义系统为真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制度的有效运转会建立起一种权力，而权力的合法性需要一种价值合理性的支持。这样，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利益的链条，所以，反过来，价值真理会支持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并最终使制度持续化。

在简略地梳理了制度、制度化、权力和合法性等概念之后，我们便可以进入我们的核心议题，即儒家的制度化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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